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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经济业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具有

前沿性、复杂性的重大课题。 平台经济的兴起及劳动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等因素促成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产生，
这也导致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二元论”划分模式不合时宜。 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
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 大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处

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保障”之外的状态，现实中既被“经济性接纳”，又被“社会性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实际

上是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却被企业挡在“外环”。 同时，他们也是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体制外群体，与标

准劳动关系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的不均衡性等引发数量较多、案情复杂化的劳动争议，从而影响

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等重要目标的稳步推进。 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

业群体劳动权益，应重新厘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分类别差异化保护措施，完善多

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综合应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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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是民生之本。 发展新就业形态，维护新业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是实现“稳就业”
“保民生”目标的重要举措。 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和与之相关的平台经济等新

经济形态的兴起和发展，各种新就业形态对推动充

分就业的积极作用非常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脱颖而出，要
顺势而为，补齐制度短板，不断完善。” ［１］ 新就业形

态下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

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新特征，对传统的以单位

为依托、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劳动保护模式带

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导

致对这种用工“新常态”的规制明显不足，法律身份

确定难、工作强度大、实际收入低、职业风险高、社保

缺乏等问题，让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面临

“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 因此，他们也被称成

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 这种情况对新就业形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产生了一定的消

极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
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根本

上取决于完备的政策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治理路

径。 后疫情时代，伴随产业转型升级，部分传统行业

从业人员面临被“挤出”的压力，农民工向城市流动

的态势仍将持续， 减少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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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顾之忧势在必行。

一、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
产生的动因

　 　 １．平台经济带来的外部刺激

新就业形态与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兴起

密切相关，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和通信技术

的普及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密切关联。 理解新就

业形态的关键不是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本身，而
是由此产生的劳动关系的变革调整。 诸如在平台经

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业态模式中，供给侧与需求侧

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联结，实现去中介化。 参与的主

体为利用网络的社会大众或社会组织，供需双方达

成交易建立在信赖利益基础之上，由此实现劳动力

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体现为对人力资源中人的智慧、
技能、知识、经验的盘活利用。 例如，零工经济提倡

“轻资本”，资产运营模式更加便捷化、轻量化，企业

通过充分开发自身主营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

包，从而减轻企业运营成本。 有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比 ２０１９ 年提高 １１％，
达到５５．６８％，有近３０％的企业表示稳定或扩大使用

规模；超过 ３ ／ ４ 的企业主要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
动机使用灵活用工①。 随着全球劳动力用工成本的

攀升，众多企业采取众包等用工模式，将业务众包给

不特定的社会大众，实现劳动用工轻量化。
在我国，受新冠疫情影响，大量企业特别是平台

企业降成本意识强烈。 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崛起，使
用人单位通过灵活用工降低用工成本的愿望得以实

现。 当前企业的用工模式正在由“重” “慢”快速向

“轻”“快”转型，而当前的劳动法律制度对劳动者的

倾斜性保护使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到一定限制。 不

少企业纷纷寻求新的用工模式，希望以此来规避法

律的风险，实现既降低劳动用工成本又不影响主营

业务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灵活用工模式应运而生。
企业与劳动者通过 ＡＰＰ 进行关联，或者通过签订承

揽合同或短期的劳务合同等方式，将其与劳动者之

间可能产生的劳动法律关系转换为民事劳务关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２０２１ 年全面调研灵活用

工服务平台情况时指出，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和税收

的成本，一些企业配合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平台服

务公司，诱导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注册为个

体工商户，出现“核心员工合伙化、非核心员工合作

化”情况，去劳动关系化趋势显现②。 例如，网约车

平台通过与司机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平台提供信息

服务，司机按照平台提供的乘客出行信息接单，根据

收入状况二者分成。 这看似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居间

合同关系，可以轻松地让用人单位免除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提前解除合同的代通知金、经济补偿

金、工伤补助等一系列劳动法律义务。 因此，受零工

经济、“轻资本”等理念的影响，平台企业在推动灵

活就业的“第三类劳动群体”形成上具备足够的外

在拉力。
２．劳动者工作选择多元化的内在需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平台经济这种新型生产

组织模式促进了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而劳动关系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新时代，信息技

术革命颠覆了传统的机械工业生产模式，重构了社

会生产方式，就业形态发生重大转变。 对劳动者来

说，这一转变摆脱了传统标准劳动关系模式下的三

种“强制”：一是物理空间上不再拘泥于固定工作场

所的强制；二是雇佣主体上不再拘泥于单一雇主的

强制，转而与更多的主体产生劳动关联；三是工作时

间上不再拘泥于 ８ 小时工作制的强制，时间利用更

加灵活。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９０ 后”和“００

后”劳动群体工作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不再

拘泥于传统的、稳定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时间，转而积

极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受此影响，“斜杠青

年”（Ｓｌａｓｈ）群体大量涌现，他们不再满足于“专一职

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

元生活，在他们的名片上往往用“ ／ ”将多种职业区

别开来。 该部分群体的出现被视为社会的进步，因
为这种进步可能使劳动者摆脱“工业革命”带来的

限制和束缚，释放天性。 “斜杠青年”基本符合“第
三类劳动者”的共同特征，即与用人单位保持“若即

若离”的雇佣关系，介于劳资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

标准劳动者角色和独立的承揽关系中的独立承包人

角色之间。 灵活用工模式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

灵活性，伴随着就业者观念的转变，不少出生于互联

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加青睐有互联网背景的工作，比
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私人教练、翻译等。

由此可见，“第三类群体”的产生，既有共享经

济这一外部经济模式的外在拉力，又具备劳动者自

由选择的内在动因，两种力量的叠加导致近年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１）》，中国灵活

就业人员已达 ２ 亿人。 ２０２０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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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约为８．３亿，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８４００ 万人，同比

增长约７．７％；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６３１ 万人，同比增

长约１．３％［２］ 。 据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的研究机构

阿里研究院预测，到 ２０３６ 年，中国将会有大约 ４ 亿

人参与零工经济，届时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劳动

力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一比例将会超越标准就业群

体。 如此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再加上内部职业分

类的多样性、劳动者个人职业选择的多元性等因素，
引发不少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也对后续开展统一的

劳动立法规制提出了挑战。

二、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
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劳动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人身从属性与经济

依赖性，即用人单位通过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购

买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受用人

单位工作指挥与监督。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

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用人单位的束缚，劳动者在

工作时间与工作空间上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支配权。
个别头部人力资源用工平台鼓吹使用灵活用工是企

业“降本”的重要路径，部分媒体对诸如“斜杠青年”
等灵活就业模式倍加推崇。 它们一方面宣扬这是共

享经济为劳动者带来的“红利”，让更多的年轻劳动

者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列出几个

“外快”收入较高的“斜杠青年”作为例子，让人产生

凡是“斜杠青年”都能工作自由、收入高的错觉。 但

实际上，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面临着不少

问题，所谓的自由和高收入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１．就业权容易被侵害

美国前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ｉｃｈ
指出：“共享经济对于劳动群体来说可能是一个噩

梦，以 Ａｉｒｂｎｂ 和 Ｕｂｅｒ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让劳动者

的工作变得不可预知，它不但不能够帮助美国中产

阶级维持生活，实际上还使得他们的收入与以往相

比有所降低。” ［３］比起收入的降低、劳动环境及劳动

条件的恶劣，对劳动者来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工作

不稳定而导致失业或“间歇性”失业。 一旦失业便

意味着不但收入来源被断绝，就连我国相关法律规

定的最基本的就业权利的实现都面临困境［４］ 。 在

平台经济模式下，传统的劳动模式、组织形态被打

破，劳动者不再像钉子一样需要过度依赖于某一组

织，而是像液态的水分子一样被打散，用人单位利用

互联网平台将客户需求与处于液态的劳动者进行精

确匹配，终身雇佣的劳动关系被一步步颠覆，液态的

用工关系将整个劳动力市场笼罩在不确定之中。 以

滴滴平台为例，约２０．４％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失
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 这其中 ４１．１％的人来自

制造业，１３．６％的人来自交通运输业，４．９％的人来自

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 疫情期间，美团平台外卖

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从业“挤出”的劳

动力资源，３５．２％的骑手来自工厂，３１．４％的骑手来

自自主创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群体，另有１７．８％
的骑手来自办公室工作群体［５］ 。 劳动者工作的不

稳定将直接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 “今朝有工作，
明日便待业”可能会成为灵活就业群体不得不面临

的窘境。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由于平台公司对驾驶

员补贴锐减，加上传统出租车行业也在不断调整运

营策略，不少兼职网约车司机在工作选择上进退维

谷，成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
２．个体维权难度大

新就业形态从传统的标准用工、非全日制用工、
派遣用工等用工形式发展而来，具有自身独特的新

特征，如用工形式复杂化、隐蔽化、法律关系复杂化

等。 这些依托于平台和算法的新特征，导致参与灵

活用工的劳动者群体在面临诸如交通事故、工伤、社
会保险等劳动权益问题时，处于 “法律保护的缝

隙”，维权难度大。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身
份”的确定问题，而“身份”确定的标准设定是灵活

就业群体能否获得或者获得多少劳动权益保障的

“第一道防线”，“防线”的松紧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保

障效率的高低。 当前，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现状呈

现出标准劳动关系强保护、非标准劳动关系弱保护、
非劳动关系无保护的特征。

在传统劳动关系模式下，用人单位负责生产资

料的筹集与管理，劳动者仅是简单地出卖劳动力，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环节的风险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工伤保险赔付中的无过错责任，也使得劳动者在劳

动过程中受到伤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在

平台经济模式下，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却不得不自行

承担上述风险。 以网约车驾驶员为例，如果他不是

与平台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专职司机，网约车公司

不负责诸如车辆的购置、维修、保养、保险等费用。
更重要的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在服务过程中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因事故造成的损害责任承担问题便

会引起巨大争议。 通过检索网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

的争议案例发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辩称，因其主要业

务范围是提供交通需求信息传导服务，自己本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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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运营资格，其与网约车驾驶员之间是平等

的商务合作关系，驾驶员根据其提供的信息进行接

单，平台公司收取一定的信息介绍费用，驾驶员不是

为平台公司服务，反而是平台公司为驾驶员 “打

工”。 保险公司则辩称，由于车主私下改变了车辆

用途，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可以不承

担保险责任。 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司机个人承担自

己与乘客所遭受的意外伤害的话，不但有违当前我

国各项法律的立法宗旨，而且对事故受害方显然是

不公平的。
３．劳动成果易被隐性占用

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成

果都被社会认可。 在当前我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环境下，诸多企业利用众包平台将非核心业

务进行外包，以此降低自己的人力成本与研发成本。
企业通过众包平台向公司内部员工或不特定的网络

群体发布招标消息，吸引有众包能力的劳动者前来

投标，然后在众多投标者中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将

业务发包。 企业通过众包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一方

面将内部员工或外部不特定的劳动者变为独立承包

人，将社保等包袱甩给劳动者自己，降低企业成本；
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产品研发、生产风险等。 灵活就

业群体通过众包平台等获取“微任务”，如果其劳动

成果难以被平台企业采纳，最终不能中标，那就意味

着其前期的劳动投入将化为泡影，变为沉没成本。
这样不但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造成人力资

源与社会资源的较大浪费。 而且，在技术性较强单

位通常采用的两阶段招标模式中，第一阶段往往为

技术投标，企业可以通过标书轻松获得劳动者的技

术核心内容，因此，侵害劳动者知识产权的案例时有

发生。 虽然灵活就业群体中存在部分高技能人才群

体，但在应对此类侵权事件时，他们仍然处于弱势地

位。 如果劳动成果不能实现有效转化，将会严重影

响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如果技术成果权益被侵

害，将会挫伤部分高技能劳动者群体创新创业的积

极性。

三、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容易
被侵害的原因分析

　 　 当前针对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法制保障

的缺位，是造成该群体权益容易被侵害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实践，都会带来劳

动法制的局部调整。 新经济业态下平台经济的蓬勃

发展，对我国劳动法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制度

的调整传导到政策应对层面需要有一个周期，由政

策层面上升到劳动法律层面又需要一定周期。 在当

前经济形势下，经济政策的调整频率过快，政策传导

周期过长，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甚至出现“一出台便

落后”的局面［６］ 。 在新就业形态下，处于“自由”状
态的灵活就业群体，没有上级指挥，甚至没有同级同

事配合，转而依托 ＡＰＰ 等互联网工具接受平台的各

种指令，通过客户的评价等接受平台的考评，通过

“承揽”业务多少等接受平台绩效考核，这种管理更

精确、更隐秘。 法制保障的缺位，为企业规避劳动法

而进行“隐蔽雇佣”提供了制度诱因。 企业利用法

律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定位模糊及法律修改的时间

差，通过“合法”手段，隐藏了真实的用工意图。 它

们通常利用独立的商务承揽合同、劳务中介合同等

形式，将本来由劳动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转

嫁给了该类群体及社会，从而实现自己的“轻资本

化”或者利润最大化。 当前，我国劳动法制缺位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值得商榷

我国当前劳动关系认定采用的“三标准”说，最
早见于 ２００５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

《通知》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一是劳动

关系双方主体的合法性判断；二是从人身从属性角

度来看劳动者是否受到用人单位各项制度的约束及

约束的程度，从经济依赖性角度来审视劳动者从用

人单位获得劳动报酬的多少及获取周期长短；三是

劳动者所工作的内容是不是用人单位主要业务组成

部分。 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状态来审视，该
认定标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通知》属于法律

位阶中部门规章的范畴，故其效力层级相对较低；二
是给出的判断标准过于笼统，可执行性、可操作性较

差；三是颁布的时间周期过长，其时效性受到广泛

质疑。
劳动关系判定的出发点应是保护那些应该受到

保护的劳动者群体。 因此，科学划定保护范围是劳

动权益保障的重要前提。 劳动法制保护对象的特殊

性导致其在立法中为保护不平等关系而采取倾斜保

护措施。 在新就业形态下，扩大或缩小劳动者保护

的范围，都会导致劳动法律制度的越界或失职。 如

果保护范围过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将会暴露在法

律的庇护之外，其劳动权益将会遭受损害。 如果保

护范围过宽，则与平台经济倡导的“零工经济”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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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等经济理念不符，用工成本偏高会限制或者

阻碍平台经济的发展。 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

要平台经济这种新兴的经济业态带动经济增长，但
这也会因此造成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

突。 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劳动合同法》带着其本身

固有的先进理念问世的同时，也裹挟着诸多先天的

缺陷与不足［７］ 。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模糊直接导

致新就业形态视域下劳动关系认定争议案件司法裁

判的无所适从。
在司法裁判中，通常采用法律效果认定的“三

段论”法：即一个完整的法条构成大前提，将具体劳

动争议事实当作一个“事例”，而将所属法条构成要

件之下的过程称为小前提。 在劳动关系认定争议实

践中，基本逻辑为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某种社会关

系为劳动关系，所以该社会关系适用劳动法。 在这

一逻辑推理中，“某种社会关系是劳动关系”是小前

提，如果这个不能够确认的话，那么后面的法律适用

将沦为一纸空谈［８］ 。 根据当前的“三标准”说，以
网约车驾驶员与平台公司劳动关系认定为例，会得

出模棱两可的判定标准。 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参见

表 １。

表 １　 网约车驾驶员与平台公司劳动关系认定

劳动关系
构成要件

网约车用工实践
是否符合劳动关系

判定标准

主体要求 平台公司与驾驶员 是

劳动管理

对驾驶员资质进行审核 是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是

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如实采集与记录驾驶员服务信息。 在提供网
约车服务时，提供驾驶员姓名、照片、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根据自己考评与乘客
打分等来对驾驶员的绩效进行考核

是

公司提供乘客出行需求信息，驾驶员接单与否无强制要求，但部分专职司机存在最低
工作量要求

不确定

向部分驾驶员提供符合条件的运营车辆并负责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等，部分驾驶员
自备车辆等

不确定

规章制度

接单后营运线路必须接受公司监管 是

禁止线下私下交易 是

车辆交通违法未处理达 ３ 宗、司机机动车驾驶证记满 １２ 分或为非正常状态的，应立即
停止人、车服务

是

劳动报酬
及福利

公司决定运营中的收费标准、奖励、惩罚标准等并从司机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服务
费”，并未为大部分驾驶员购买保险等

不确定

是否为用人单位
日常业务组成部分

公司坚持平台提供的是信息传输功能，本身无营运资格；《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其属于道路运输业务范畴

不确定

　 　 通过表 １ 我们可以看出，以现有的劳动关系认

定标准来规制网约车平台的用工过程，在能够认定

劳动关系这一个环节上功效发挥不足，认定过程中

会遇到阻碍。 ２０２１ 年，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既是当年 ７ 月人社部等

八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延伸和细化，也符合该领域

已经执行的监管规定。 但是该《意见》的效力层级

依然较低，缺乏强制性；作为《意见》形式的政策，其
指导性强，较为宏观，缺乏具体落地举措。 特别是在

灵活就业群体身份认定和分类等问题上，仍然没有

给出明确的方案。
２．劳动保护主体设置僵化

“实践对于立法的修正是残酷无情的，人定的

法要符合市场的法则与规律，否则市场经济会把你

无情地抛弃。” ［９］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在适用上存在

瑕疵，以劳动主体之一的劳动者为例，我国法律对所

有劳动者的保护采取“一视同仁”的手段，这种无差

别的保护模式产生了诸多问题，原因之一是在劳动

用工领域劳动者是分层的。 有学者通过职业分类，
结合组织、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使用状况，将我国

的社会阶层划分为 １０ 个层级，并在此基础上将劳动

者群体分为金领、白领、蓝领、无领四个阶层，强烈主

张对于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力度应当体

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来［１０］ 。 平台经济模式下，新型

灵活就业群体便是从劳动关系及劳务关系的劳动群

体中衍生出来的。 对于该部分群体，当前的劳动政

策法规对其内涵与外延尚无正式定论，更谈不上讨

论该群体是否有资格享受或者应当享受哪些劳动保

护待遇。 目前，单一的劳动保护主体设置模式导致

该类群体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如果一个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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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现实状况没有关系，那就意味着它的功能已

经被扭曲了，因为规则的形成原本就是要活动落实

的。” ［１１］

３．劳动保护法律制度未形成合力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势头迅猛，需要多元化的用

工模式匹配到平台经济领域。 用工方式的多元化导

致劳动关系领域出现许多新特征，同时也使劳动争

议变得更加复杂，而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法律制度体

系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如果说当前的《劳动法》
或者《劳动合同法》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存

在一定缺位的话，那么其他法律制度应该作为候补

“兜底”力量对其进行补充保护。 令人遗憾的是，现
有的法律制度之间未能形成合力，特别是对新型灵

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明显较弱。 以

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为例，该法保护对象仍

然是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对于新型灵活就业

群体保障力度明显不足。 虽然《社会保险法》第 ６０
条规定，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参保种类仅限于养老

和医疗保险，且其社保待遇也可能会因为其身份问

题被区别化对待。 虽然我国陆续制定实施了最低工

资标准上调、低保金上涨、居民医保全覆盖等社保政

策，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却较少在政策享受之列，且
与建立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享受待遇方面也被

区别化对待。 以工伤保险待遇为例，同样鉴定为十

级伤残者，４０ 周岁的劳动者在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后，除医药费、工资等相关费用外，伤残补助金、一次

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合计工伤待遇有

近 ６ 万元，而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定额工伤待遇可

能仅为 １０００ 元左右。

四、增强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
保障的举措

　 　 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支持多渠

道灵活就业任务艰巨。 能否落实好“六稳”工作，完
成好“六保”的任务，能否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

新潜能，减轻低收入群体生活和工作负担，灵活就业

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不可小觑。 因此，在最大程度

上明确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新就业

形态下科学厘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破解目前

该群体保障困境的“敲门砖”。 由于灵活就业群体

内部也存在着结构类型差异，因此制定更加精准的

政策法规，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形成科

学的治理生态，是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根

本举措。
１．科学厘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与传统就业者的明显

差别是岗位、时间、地点、收入四个方面的不确定，工
作与生活的边界也更加模糊。 较为典型的特征是，
他们与所依托的平台企业之间并非传统的标准劳动

关系，而是在共享经济或“零工经济”的架构下被定

义为“签约合作”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等。 这给以单

位组织参保为基本模式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提出了

全新挑战。 因此，“身份确定”问题是解决新就业形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一环，也是开展工作

的逻辑起点，否则后续工作将会演变为 “无的放

矢”。 “如果社会效用的要求足够紧迫，而现行规制

的运作处处面临困境，那么效用迟早要获得胜

利。” ［１１］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

大，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增加，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需要法律制度予以积极回应。

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列入劳动保护的范畴，需
要摒弃传统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二元论”，让新

型灵活就业群体有明确的身份。 不能简单地将该群

体归入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范畴对待，而应做好

有序分类，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进行

特殊处理。 在判定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的标准

上，可以借鉴德国在判定类雇员条件时采用的认定

模式。 首先，认定工作是不是由该个体亲自完成。
如果工作可以被该个体找人替代完成，则归为劳务

关系范畴，这也体现出其一定的人身从属性，网约车

平台公司会要求线上线下司机身份为同一人便是这

种体现。 其次，观察其人身从属性的强弱程度。 该

个体虽然被要求亲自完成工作，但是工作过程中保

持一定的独立性，即具有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的某些

特性，又不得不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时，可以被

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范畴，部分外卖送餐员便是典型

代表。 最后，审视经济上的依赖性及依赖程度。 如

果劳动个体为某单位提供劳动的收入占到其总收入

的比例较低时，可以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德国对

于劳动个体收入中的一半以上来自于该单位的，加
拿大对于劳动个体收入的八成以上来自于该单位

的，则认定为该劳动个体与单位之间具备较强的经

济依赖性，往往被归入劳动关系的范畴。 在我国，一
方面可以关注劳动个体工作的专属性强弱程度，另
一方面要关注从事工作的可持续性。 例如，个体收

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某企业或者工作周期较长，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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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当然，具体收入比例划分标

准和工作时间周期长短，需要在实践中结合不同平

台企业、不同工作类型等摸索后调整确定。
２．突出保障核心劳动权益

在判定标准制定以后，劳动群体筛分之后，保护

方向的确定是另一个要点。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

论，宏观上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层级：一是以标

准劳动关系为代表的收入待遇、工作环境、法律制度

都相对较好的标准经营部门就业市场，也被称为一

级劳动市场；二是工作岗位不稳定、收入不可持续、
工作业态较差、法律制度相对不完善的灵活就业市

场，被称为二级劳动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实践呈

现出与分割理论不同的类型特征。 相对于传统非全

日制群体以低技能、低收入为主要特征的用工模式，
新就业形态的灵活就业群体对互联网平台技术的依

赖性非常大，对于用工主体类别、用工方式、工作时

间、工资发放、工作地点、工作技能等都有新的不同

要求。 特别是灵活就业群体内部也呈现出了不同的

类别，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也存在高技能人才与低

技术要求劳动者共存、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共

存的局面。 例如，远程法律服务、文案设计、技术指

导、数据处理等高技能要求工作类型，和其他如网约

车司机、外卖骑手甚至处于法律规制“灰色地带”的
刷单员、跟帖员等工作类型也涵盖到了灵活就业群

体中。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内部“极化”特征显著。 工

作内容及时间等灵活化、工作内容碎片化、“进出”
平台自由化、工作组织无边界化、劳动报酬多样化、
工作情感虚拟化、工作群体分散化等特征较为明显。
这种特征可能引发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对就业岗位

产生“哑铃式分布”，即对于高技能群体或者说从事

抽象劳动诸如艺术设计、文学创作等灵活就业群体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同时对于低技能群体特别是劳

动密集型以及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劳动群体诸如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服务性岗位的

需求量同样增大。 而从事中等技能岗位的灵活就业

群体可能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这也被称为岗位

的“极化分布”。
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既不能参照劳务关

系采取“放任自流，自担风险”的模式，也不能完全

依照劳动关系保护中“全方位”“倾斜保护”模式，而
是应当探寻适合的中间道路，即针对不同类别的群

体采取适当保护的思路，同时要与传统“二元”保护

方式区别开来。 在英国，非雇员身份的劳动群体不

能够像正式雇员那样享有主张解雇保护的权利、享
受法定的遣散补贴、产假、陪护假、领养假等，但是在

最低工作保障、病假工资保障、夜班工资保障、报酬

不被无故扣减等方面享有与正式雇员同样的权

利［１２］ 。 同样，德国的劳动法规定，类似雇员同等地

享有非歧视就业权、劳动时间保护权、休息休假权

等，但是在参加工人委员会及解雇立法保护方面的

权利受到了限制。
借鉴国外的保护经验，在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

保护中，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策略。 比如，在几个关

键的、容易受到侵害的权利保障方面，应当有所侧

重［１３］ 。 以网约车驾驶员为例，首先保障其收入的

稳定性。 这要求其所依附的平台公司能够按时足额

地支付其劳动报酬，并不得无故克扣其接单收入。
同时，平台公司在制定提成费用规制时，保障司机的

知情权，适当征求司机的意见、建议。 其次保障其休

息休假权。 要避免网约车司机为获得较多订单而超

长时间工作，否则不利于其身体健康，同时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 再次减轻其工作中风险承担的压力。 该

群体在工作中自身受到伤害或对他人造成伤害时，
鼓励平台公司参照略低于工伤保险待遇予以补偿，
并先行对第三者进行赔付［１４］ 。 最后保障其解除合

同的提前告知权。 虽然其不一定享受标准劳动关系

中的一个月待通知金，但由于其对公司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经济依赖性，为避免突然解雇给其带来的无

收入风险，要给予其足够的寻找工作的时间保障。
３．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
是根据其特点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还是在

现行制度框架内采取适应性政策措施，学术界和实

务界有不同看法。 实践证明，相同类别的、处于平行

位置的制度设计得越多，则后续产生摩擦冲突的概

率越大。 因此，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模式基

础上，打造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解决当前

新就业形态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根本路径。
如果重新建立一个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社保制度，
与既有各项制度并立，相互转续的难度极大，协调的

成本过高。 新就业形态不仅涉及社会保险政策创新

以及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处理等问题，还涉及广泛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议题，因此需要多方发力，
协同治理。

一是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确立平台等

新业态用工主体与灵活就业群体的主体责任，改革

现有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模式，优化现有社会保险

７６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政策，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新型社会保障

体系，以适应新时代新业态下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

权益保障需求。 如果继续沿用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

认定的主要表征，那么处理灵活就业劳动关系问题

将更加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保制度总的

趋势是简化合并。 例如新农保、城居保合并为统一

的城乡居保，新农合、城居医保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通过持续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保障制

度进行优化，打破了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
轨并行”的局面，提升了管理效率。 同时调整了生

育保险，将其和职工医保制度进行整合。 早在 ２００６
年前后，为了应对当时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的社

会保障问题，国家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路径探索给出

了初步方案并征求社会意见。 国家通过反复考量，
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纳入到职工

养老保险范畴中去，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并且针对

高龄农民工可能产生的“城返农”现象，出台了跨地

区社会转续标准，并适时推出了转回新农保的“端
口”。 这次探索也向我们昭示，在现有社会保障政

策框架内，通过制度创新，设计出符合灵活就业群体

的政策制度，能够有效降低改革成本，提升社会保障

管理效能。 例如，通过发挥信息化优势，实现“互联

网＋”人社一体化平台，同时打造多主体协同治理模

式，政府、平台（或用工方）和劳动者群体各方履行

好各自的角色任务，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 在现有

基础上扩大社保统筹范围，发挥“数字人社”功能，
同时社保制度设计更加灵活，针对该部分群体工作

变动较为频繁的特点，实现对其社保权益的“可携

带性利益”（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避免因工作变动带来

社保缴纳等方面的断层［１５］ 。
二是现有社保领域的制度与劳动法律制度形成

合力。 对于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单靠《劳动

法》或《劳动合同法》远远不够，我国劳动保护领域

的其他法律法规也应进行适当调整，为更好地接纳、
保护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形成合力［１６］ 。 例如，在《社
会保险法》中打破传统的保护对象单一化现状，将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同样纳入保护范围，在保护力度

上可以参照标准劳动关系劳动者享受的待遇做适当

的降低调整。 在参加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对该部

分群体予以适当的降低，减轻其参保负担，可以设定

若干个缴费档次，由参保者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自

主选择基数。 同时，扩大就业帮扶、失业救助补贴范

围，保障该部分劳动者因工作的不稳定性带来收入

风险时，可以及时获得社会帮扶［１７］ 。

三是与其他制度形成联动机制。 以社会保障制

度创新为圆心，通过在金融扶持、财政政策倾斜、就
业创业帮扶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最大限度破除影

响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制度障碍，打出政策协同的

“组合拳”，构建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生
态圈”。 特别注重将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创业补贴

和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完善就业培训制度，积极探索

新就业形态人员补贴培训工作，加大新职业技能培

训扶持力度，将新职业从业人员的相关培训课程纳

入职业培训体系，保障其因自身原因面临失业风险

或者待业时，可及时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开发，
提高其就业能力；同时建议引入收入保险制度，保障

劳动者在工作变动失去收入或收入降低时，其基本

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跌幅较大，保险人在核实该部分

群体真实状况后，可在一定时期内分段向其支付保

险金。

结　 语

新就业形态是新经济业态在劳动用工领域的映

射，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尚未完全定型

的新型就业样态，因此，需要在发展中不断进行规范

和完善。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出现，是平台经济外

部拉力与劳动群体自主选择的内在动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 其与用人单位之间“若即若离”的人身从属

性与经济依赖性，使其处于现有劳动法律政策劳动

保护的“灰色地带”。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该
部分群体的规模会越来越壮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问

题、法律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劳动法律制度应当

积极作出有效的回应。 对该群体的劳动保护与发展

平台经济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互利

共赢。 因此，法制应努力在劳动保护与促进平台经

济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摸索

过程。

注释

①参见朱昌俊：《理性看待灵活就业现象》，《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２ 版。 ②具体论述参见吴为：《平台企业制定算法、抽成比

例应听取劳动者代表意见》，《新京报》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第 ３ 版。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谈“新就业形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Ｎ］．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１２－１９（１）．

［２］信息产业部．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共享经

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０）》［Ｒ ／ ＯＬ］．央广网（２０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２２－１２－

１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ｅｗｓ．

８６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３］美国前劳工部长 Ｒｅｉｃｈ 和参议员 Ｗａｒｒｅｎ：谈共享经济对劳动者的

影响［Ｒ ／ ＯＬ］．ｈｔｔｐ： ／ ／ ｕｓｌａｂｏｒｌａｗｏｂ．ｃｏｍ，２０２２－１１－２５．
［４］阎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劳动法内涵［ Ｊ］ ．法学，２０１７（２）：４３－

５７．
［５］美团研究院：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Ｒ ／ ＯＬ］．文汇客户端，

（２０２０－ ０７ － ２０）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ｈｕｉ． ｗｈｂ． ｃｎ ／ ｔｈｉｒｄ ／
ｂａｉｄｕ ／ ２０２００７ ／ ２０ ／ ３６１７８０．ｈｔｍｌ．

［６］方长春．新经济形态下的“两栖青年”“斜杠青年”：兼论新就业形

态［Ｊ］ ．人民论坛，２０２１（２４）：８８－９１．
［７］孙守纪，方黎明．新就业形态下构建多层次失业保障制度研究

［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０（Ｚ１）：５３－６１．
［８］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 Ｊ］ ．

政法论坛，２０１８（１）：１１９－１３０．
［９］李曙光．实践对立法的修正是残酷无情的［ Ｊ］ ．中国企业家，２００８

（２）：７５．
［１０］董保华，李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定位［Ｊ］ ．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６７－７６．

［１１］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及法律的成长［Ｍ］．张维，译．北京：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５２．

［１２］娄宇．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身份认定与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基
于比较法的研究［Ｊ］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４）：６１－７１．

［１３］班小辉．论分享经济下我国劳动法保护对象的扩张：以互联网专

车为视角［Ｊ］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４３－

５７．
［１４］Ｅｉｃｈｈ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ｒｎｅｒ，ｅｔ 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２０１３：４５．
［１５］ＩＬＯ．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Ｖ（１） ［Ｃ］．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５：１２．
［１６］张弓．平台用工争议裁判规则探究：以《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为参照［ Ｊ］ ．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１２）：８７－９２．

［１７］谢增毅．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 Ｊ］ ．中外法学，２０２２
（１）：１０４－１２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Ｘｕ Ｘｉｎｐｅｎｇ　 　 Ｙｕａｎ Ｗｅｎｑ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ｓｕｅ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ｓｍ”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ａｇｕ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ｇａｐ ｄｒ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ｆａｃ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ｕｔ ａｒ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ｊｏｙ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ｆ⁃
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ｋ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一　 鸣

９６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